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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田英弘在〈世界史中的大清帝國〉中進而分析了大清帝國性質的改

變。面對俄羅斯對新疆的領土侵蝕及其支持下的回民叛亂，清朝將新疆改爲

省，標誌着清帝國放棄部族聯合的政權結構，開始從同君連合走向一體化的

國民國家。

最後杉山清彥在〈近世歐亞大陸中的大清帝國〉中將視野擴大到同時代

的亞歐大陸，分析了17、18世紀出現的俄羅斯帝國、大清帝國、莫臥兒帝

國、薩法維帝國、奧斯曼帝國、準噶爾帝國的共同點：興起於古老文明的邊

境、多民族多文化複合性、帝國是多統治形態的地域集合體和文書行政高度

發達。這些特點的源頭均可追溯到蒙古帝國，故這些帝國可以被認爲是蒙古

統治原則的剛性中核與柔性手段結合創造出帝國群，這一個「帝國的時代」

也可以視作發端於蒙古帝國的世界史的「近世」。

多語言史料可以揭示多重歷史世界、多種秩序的存在。漢文史料或是漢

人所寫，或是其他族群的人爲漢人而寫，單純利用漢文史料來建構清朝史，

只能揭示漢人眼中的清帝國或清帝國展示給漢語世界的形象，從而造成「作

爲中華帝國歷史上一個王朝的清帝國」的認識偏頗。因此需要超越漢文史料

中心主義，充分利用滿文、蒙文史料，以及藏文、維吾爾文，從各自主位

（Emic）的視角追尋歷史脈絡；同時注意俄文、中亞文字、日本、朝鮮、琉

球的史料，通過外在的觀察來補充內部史料的局限，最終描述出多面立體的

大清帝國歷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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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浦和光著，桑田草譯，《極樂惡所︰日本社會的風月演化》，台

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8，294頁。

本書原名《悪所の民俗誌–色•芝居町のトポロジー》，2006年由文春新

書出版社出版。作者沖浦和光生於1927年，為日本大阪桃山學院大學名譽教

授，他的研究重點一直放在日本歷史上處於社會邊緣的賤民，這些賤民被排

除在士（武士）農工商的身分制度以外，一般被稱為穢多、非人、制外者，

後來又被稱為部落民、被差別部落。而本書集中討論這些社會邊緣民中的兩

類人物 　　遊女（妓女）及役者（演員），以及他們的生活空間　　遊里

（風化區）及芝居町（即劇場街），遊里及芝居町位處都市的邊緣，被統稱

為「惡所」。「惡所」這個稱謂，反映了統治者及主流社會對社會邊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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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態度，但正正是「惡所」這個城市邊緣空間，孕育了日本燦爛的近世都

市文化，浮世繪、歌舞伎，均是「惡所」的產物。以作者的話，「日本近世

文化的領導者……是一群非屬權力核心的町人與邊緣民。日本的近世文化幾

乎是由他們篳路藍縷逐漸開展出來的。」（頁210）因此，要了解日本的都市

文化，不能不了解「惡所」及在當中為城市人提供性服務及表演娛樂的遊女

及役者。本書分析了日本三個主要城市，即東京、京都及大阪的「惡所」，

包括東京的淺草和吉原、京都的四条河原和祗園，以及大阪的道頓堀和難波

新地，以展示遊女及役者的生活面貌及他們身處的都市空間的形態。

全書共分為七章。在第一章「我輩人生的三處磁場」，作者通過其成長

經歷解釋他如何對邊緣民及邊緣場所產生學術興趣。他成長於大阪一個貧民

區，鄰近風化區及部落民的住處，後來到東京求學，居住於淺草附近。作者

形容這些區域成為塑造其人生取向的「人生磁場」，耳聞目睹的邊緣者的生

活片段影響了他日後的研究取向。

在第二及第三章，作者追溯了「惡所」出現前的演藝者及遊女的歷史。

演藝者及遊女最初均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演藝者四處遊走，為不同的寺院神

社作「勸進興行」（即勸導人接受信仰的表演） ，當中有稱為「白拍子」的

巫女，在演出中均作男裝打扮。歌舞伎的創始人出雲阿國，有可能屬於此類

作宗教演出的「漂泊巫女」。作者認為遊女亦本屬能向神明溝通交流的巫女

系統，正因如此，與遊女的性愛亦帶有神聖的魔力。然而，在以男性為本位

的儒家思想傳入日本後，女性的「神聖之性」逐漸消失，遊女亦從巫女變為

純粹出賣肉體的「浪女」。而到了16世紀，由於寺院神社力量的式微，演藝

者不再依附於神社，而純粹為大眾而演出。結果，無論是演藝者或是遊女，

其宗教意味到了近世均逐漸消失。

第四及第五章討論惡所出現的歷史背景及描述惡所如何成為「都市裡的

特異空間」。惡所的出現，源於江戶幕府的身分階級制度及對都市空間聖、

俗、穢的劃分。「聖」，即神社寺院的空間；「俗」，為居民聚集的場所；

而「穢」，則是穢多等賤民的空間，遊女及藝人所在的惡所自然亦屬「穢」

的空間。當然，「貴•賤」及「淨•穢」的二元概念由來已久，但在戰國時

代結束後，江戶幕府才有足夠的權力把此概念落實到都市計劃中，希望藉此

建立城市的秩序。但結果是「惡所」反而成為顛覆社會秩序的空間。作者把

「惡所」形容為「匿名者密度極高的街區」，此區域為都市的人們提供了喘

息的自由空間，任何人皆可以虛構的姓名在區內活動。而被規限在「惡所」

內活動和生活的遊女與演藝者，以出眾的聲色技藝獲得神聖的地位與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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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討論惡所如何塑造了江戶時代都市的「色道文化」。所謂「色

道」，即對好色及性自由的推崇。作者在此章以江戶時代知識份子對「色

道」的討論（如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鏡》及柳澤淇園的《獨寢》），以及浮

世繪畫家（如菱川師宣）有關遊里風情的作品，來分析「色道文化」的內

涵，並指出「色道文化」的興起與身分等級制度伴隨而來的婚姻限制有關。

婚姻制度是為了維護家族的血統及等級，男性通過婚姻制度與「地女」（即

良家婦女）結合，但這並非因愛情而結合，反而在「惡所」中與「遊女」的

交往才能獲得真正的愛情。

第七章，亦即最後一章，作者透過分析歌舞伎內容的演變來反映「惡

所」對江戶幕府的另一種反抗。當時的重要劇作家鶴屋南北的作品充滿了對儒

家倫理的否定，作品中的新的人物形象，如「色惡」（虛無頹廢的壞蛋）及「惡

婆」（來自社會底層的女性英雄），以作者的說法，均冠以「惡」字，「顯示出

一股來自於民間的叛逆意圖，意圖顛覆當時事事封閉的時代限制」（頁217）。

最後，作者以明治維新後政府及知識分子對歌舞伎的不同態度作結。政府及着名

作家森歐外試圖改良歌舞伎，使之「上流化」，熱愛歌舞伎及浮世繪的作家永井

荷風則對此堅決反對，認為歌舞伎及浮世繪是江戶的大眾文化，標示着「真正自

由的藝術勝利」。顯然，永井荷風這番說話亦是作者沖浦和光的心聲。

而在明治維新時期，政府又如何改造「惡所」這個空間呢？事實上，作

者在第二章已作了交待。若把「惡所」這個不符合「文明開化」國策的空間

夷為平地，民眾將失去其遊樂場所，政府最後決定以「惡所」為基礎打造新

的「盛場」（即鬧市），這亦解釋了為何日本現今不少的鬧市區，都是昔日

的「惡所」。

書寫邊緣民的歷史是艱辛的工作。由於他們的邊緣身份，要在歷史資料

中找到他們的記載並不容易，要發掘他們的聲音尤其困難。事實上，由於資

料的缺乏，我們在此書中亦不到多少「遊女」與「役者」對他們身處環境的

感受。作者依靠的，是政府對惡所管制的規條、江戶文人有關「惡所」的記

載、「遊里案內」（即買春秘笈）、歌舞伎劇作家的作品，以及算是最接

近邊緣社會的資料　　「穢多頭」的「由緒書」（即穢多階級領袖的個人自

傳）。就是憑着這些零散的資料，作者重構了城市中邊緣民的世界及他們與

主流社會間的互動關係。

此書另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能把邊緣民放回歷史發展及城市空間的

脈絡中，讓人在了解邊緣民之餘，亦有廣闊的歷史視野。例如在分析江戶、

京都及大阪城在近世的發展時，作者特別指出了照明用的油料如何支撑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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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如「菜籽油」的大量生產，延伸了都市人活動的時間，讓夜生活成為

可能，這亦成為「惡所」發展的物質基礎。

但亦因為此書要帶出廣闊的歷史視野，要緊隨作者的思路並不輕鬆容

易。雖然作者在「後記」特別指出他嘗試把書「寫得簡單易懂」（頁247），

但事實上，為了勾勒出整個時代的發展，不少章節未及深入討論已筆鋒一

轉，躍進另一主題或另一時空。例如在「為何仙台不見惡所」一節中，作者

指這「可能跟引發『伊達騷動』的藩主伊達綱宗因為惡名昭彰而遭逼退的事

件有關。」（頁143）作者接着簡單描述此事件，然後指出此事件後來被改寫

成不同的劇本，並分析當中較重要的作品，但卻沒有解釋藩主伊達綱宗遭逼

退與仙台不見「惡所」究竟有何關係。

雖然由於要兼顧繁多的課題，令此書的結構顯得有點鬆散，但總括而

言，此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讓我們去了解邊緣民身處的空間及此空間所孕

育的近世都市文化，亦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研究路向，以審視邊緣民、都市空

間和都市文化所交織出的立體歷史圖像。

潘淑華

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


